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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新媒体时代作为工具的传媒

在前新媒体时代，传媒被赋予“器”的功能。器，皿也，也就

是一种工具，人们将传媒理解为由人类发明创造的、供人类使用

的、用于了解和认知外部环境的工具。因此对传媒的认知基本都是工

具论意义上的。一般来说，前新媒体时代的传媒最基本的功能是信息

传播和接受，其他的功能都是在这个基础之上扩充和演化而来的。

研究传媒的功能，不得不提到西方社会学中的一个重要学

派——结构功能主义。1945年，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在《社会学系

统理论的现状和前景》一文中，提出和阐述了用以指导经验研究的

系统理论——结构功能主义。该理论重点研究社会的结构及其各组

成部分之间在功能上的差异和相互关系。当今的传媒功能研究在很

大程度上是结构功能主义的理论观点的运用和发展，并吸取了心理

学、社会心理学的相关研究成果。用结构功能主义的理论来分析传

媒的功能，它关心的就不是传媒系统自身的问题，而是传媒系统与

社会系统的互动关系，关心的是传媒的社会功能。

1948年拉斯韦尔在《传播在社会中的结构与功能》一书中首次

明确地提出了大众传媒的社会功能，即后来著名的“三功能说”，

包括环境监测功能、社会协调功能、社会遗产传承功能。1959年赖

特在《大众传播：功能的探讨》一书中对拉斯韦尔的“三功能”又

进行了补充，增加了重要的“提供娱乐”功能，将其扩充到“四功

能”。传播学奠基人施拉姆将拉斯韦尔、赖特的功能观总结为三个

方面：政治功能，包括监视环境、协调、社会遗产传递；经济功

能，包括市场信息的传递和解释、开创经济

行为等；一般的社会功能，包括社会规范的

传达、协调公众的了解和意愿、娱乐等。此

外，传播学的另一位奠基人拉扎斯菲尔德和

社会学家默顿提出了传媒的“三功能论”，

而且第一次指出并研究传媒的“负功能”问

题。他们认为“授予地位”“促进社会规范

的实行”是正功能，而“麻醉精神”则是负

功能。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虽然传媒学家提

出了很多关于传媒功能的理论，但是，从本

质上来看，这些理论都从不同的侧面和角度

强调了传媒的“工具性”，强调使用这种工

具进行的信息传递、宣传教育、提供消遣等

用途，如“瞭望哨”“社会排气阀”等，

目的是为了人们更有利地应付环境，适应生

活，顺利地、有效地开展与自身生存和发展

有关的一切行为。也就是说，前新媒体时代

的人们对传媒的认识总体上仅仅停留在将其

作为一种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工具层面。

而这种工具论的传媒观是建立在西方哲

学的传统认识论基础之上的。传统认识论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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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主客体的二元对立，将人和自我看做主体，将世界和他人看做客

体，知识正是由主体去认识客体而获得的。因此，认识论正是将传

媒看成是外在于主客体的“连接”主客体的“桥梁”，并且是主体

去认识客体时所使用的工具。

然而这种工具论的传媒观在新媒体时代却遭到了根本性的颠

覆。新媒体时代的传媒化生存开启了人类生活的新方向，使人类的

生存进入了一个新的向度。这样的历史性变革导致传媒发生了根本

的转向，而这种转向的理论根源可以从解释学的转向中找到合法性

依据。

二、解释学的转向

解释学是一种关于意义、理解和解释的哲学理论，亦称为诠释

学、释义学。解释学（Hermeneutics）一词源于古希腊词Hermes，

本意是指“传达神谕”，目的在于把隐晦的神意转换为人们可以理

解的语言和信息。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解释的目的在

于排除歧义以保证词与命题判断的一致性。”[1]到了中世纪，基督

教哲学家奥古斯丁将解释学应用于解释圣经和宗教教义中，并通过

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把解释学发展成为诠释经文和法典的一门

学科。到了近代，德国浪漫主义宗教哲学家施莱尔马赫将解释学运

用于哲学史中，希冀通过批评的解释来揭示某个文本中的作者的原

意。总而言之，传统解释学是建立在传统认识论的主客体二分的思维

方式之上，在这样的思维主导下，解释学是作为方法论而存在的，是

主体去认识客体的方法，是读者去解读文本中作者原意的方法。

到了后现代，海德格尔率先完成了解释学的哥白尼式的革命，

使解释学从一种方法论转向了本体论。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哲学观就

是要克服传统形而上学危机，他认为整个西方形而上学的最大危机

就是对存在的遗忘，即忘在。忘记了存在，我们就必然陷入传统认

识论的主客体分裂的困境当中。在认识论那里，人被规定为主体，

世界是外在于人的客体。而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则认为，人与世界

应该是“融为一体”的，我们在认识事物之前已经在世界之中，

“我们与日常事物打交道的实践活动（海德格尔把这种活动叫‘烦

忙’，或‘烦’）总是第一位的，我们一定是在已经熟悉了事物以

后，才会把它作为一个外在于我，与我没有实践关系的东西来客观

观察。”[2]并且，海德格尔将人这种特殊的存在方式称为“此在”，

“对海格德尔来说，理解的本质是作为‘此在’的人对存在的理

解，理解不再被看做一种认识的方法，而是看做‘此在’的存在方

式本身。”[3]也就是说，海德格尔认为解释学就不是主体去认识客体

的方法，而是人的存在方式（此在）本身。因此，解释学也就从方

法论上升到了本体论。

解释学的本体论转向进一步推进了20世纪以来的“语言学转

向”。这种语言转向的根据在于，解释学的对话模式已经暗示了语

言对于解释学的根本意义，对话与交流没有语言是不可想象的，更

不用说我们领会的东西绝大部分是语言文

本。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一书中认

为：“语言就是领会本身得以进行的普遍

媒介。”[4]也就是说，人们必须用语言去理

解和认识世界，并且用自己的语言去表述自

己对世界的理解。同时，伽达默尔在《哲学

解释学》一书中将他的语言学观点解释为：

“如果我们只在充满语言的领域，在人类共

在的领域，在共同理解并不断达到共识的领

域——一个对于人的生活来说如同我们呼吸

的空气一样不可缺少的领域看到语言，那么

语言就是人存在的真正媒介。”[5]

传统解释学认为语言是表达人的意识

的形式，是主体去认识客体的工具；哲学

解释学则反对工具论语言观，认为语言不是

单纯的表达思想的工具，也不是可以被主体

用来控制或操纵的客体，而是人类和世界得

以存在的领域，所以离开人的语言去研究人

的意识活动，是抽象的、片面的。“人是一

种语言的存在物，因为人的理解活动离不开

语言，或者它根本上就是一种语言活动。语

言具有基本的优先性,不是人的工具，不是

一个对象，而是人的生存和生活经验的形

式。”[6]在此意义上，海德格尔提出了著名

的“语言是存在之家”，意思是语言不再是

主体去认识客体的工具了，而是存在真理显

现的场所；换而言之，人总是以语言的方式

去拥有世界的，语言表达了人和世界的一切

关系，而每一种语言都是一种特殊的世界

观，如果没有语言，任何的存在都不能被人

所理解和掌握。

三、传媒的转向

新媒体时代是一个“无时无刻不传媒”

的传媒化生存的时代，语言的本体地位已经

被传媒所代替，人们的对话与交流不能离开

传媒。正如解释学本体论的转向认为“语言

是存在之家”，反对工具论语言观一样，传

媒作为语言的一种特殊替代形式，其功能在

新媒体时代也正进行着越发明显的转向。我

们当然不会否认传媒的一般功能，如传递信

息、提供娱乐等，但从本体论的角度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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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媒最基本的功能是它揭示了一个世界，即胡塞尔意义上的生活世

界，或海德格尔讲的世界。真空不能传声是物理学中的常识，声音

不能独立地存在，其传播必须要依赖于介质，声音是与其介质共存

的：介质不是声音传播的渠道，而是其存在的境域。在新媒体时

代，传媒与世界的关系正如介质与声音的关系，传媒成为事件得以

呈现和存在的领域。正是传媒打开了我们的世界，使得事态得以呈

现出来，人与人之间得以交流，社会得以形成。在此意义上，我们生

活的世界可以叫做传媒世界。但是这里需要明确区分的一点是，这个

传媒世界并不是李普曼在其《舆论学》中界定的“拟态环境”。

在《舆论学》一书中，李普曼区分了“两个环境”，即拟态环

境和真实环境。“拟态环境”是指大众传媒营造的楔入在人和环境

之间的虚拟环境，它在人和“真实环境”之间充当中介角色，是对

真实环境的一种扭曲和重塑，而媒介正是塑造这种拟态环境的工

具。“真实环境”是独立于人的意识之外的，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

转移的客观世界。李普曼区分这两个环境的目的是向人们揭示出大

众传媒所构建的拟态环境与人们生活所遭遇的真实环境之间的差

异，并期望通过对媒介工具的批判使之达到客观中立地呈现真实环

境的结果，最终使得媒体营造的拟态环境能够尽量模拟真实。

李普曼对“两个环境”假设的逻辑区分是建立在一种主客体对

立分裂的认识论上，属于传统认识论的范畴；而解释学的转向以及

接踵而至的语言学转向让我们认识到，传媒不再被认为是主体可以

任意使用的工具，而是存在显现的场所。传媒世界本身就是真实环

境得以展开和被领会的领域。世界通过传媒使我们感知其存在，人

通过传媒拥有其生活世界。换而言之，我们生而“被抛入”这个传

媒世界，传媒世界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世界，是我们的生存方式，

我们通过传媒理解我们自己和我们的世界。在新媒体时代，人们和

传媒世界打交道就像呼吸一样自然，人们并不会去设想一个分裂而

虚设的另一个“真实世界”，那样的概念与我们作为人的生活经验

并不相符。传媒功能的本体论转向要求我们的认知对日常生活经验

开放，经验本身寻找并发现表达它的领域，但这并不意味着传媒是

对对象的简单描摹，也并非一个与物相符合的符号，而是从属于对

象本身的。由此可知，“拟态环境”在新媒体时代以及传媒本体论

的语境下成为一个伪命题，人们真实感知的、在其中生活和作为决

策依据的传媒环境就是真实环境。

我们的经验在传媒中展开，在传媒中我们的经验本身也在形成

和不断改变着。人和世界在传媒中经历着一个本源的相互隶属性。

对人而言，人是世俗而有限的存在，我们总是处在一个环境之内，

“此在性”规定我们不能站在我们生存的环境之外的某个超然物外

之境，并从一个客观的距离之外来审视它，并以为从那里我们生存

的整体将会被正确认知；相反，我们的世界是从这种处境的内部被

“照亮”的，传媒的世界是对人有意义的世界。对传媒而言，在新

媒体时代，传媒第一次不是一个外在性的东西了，而是事件存在和

自我发展、自我揭示的领域，它将物带入到

我们的世界，并因此而成为世界的一部分。

对事物而言，说某物是“事实的存在”在于

它被人意识到并被看成是有意义的，在这

个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传媒是存在之

家”。事件在传媒中有了得以显现和存在的

领域，没有在传媒中自我显现的事物对人这

个有限的此在来说是无法认识也没有意义

的，亦即不存在的。

结　语

对于前新媒体时代的人来说，理解传媒

的本体论这一观点很困难，主要原因在于传

统认识论预先就有了传媒是外在于主客体的

工具的观念，而本体论则想要告诉我们，

传媒是我们生存的媒介，我们存在于传媒

之中。当我们问“你在网络上做什么”的时

候，工具论的回答是：“上网查资料”或者

“上网聊天”；而在新媒体时代，本体论的

回答是：“在网上生活”，甚至我们还能够

设想有人会反问：“不上网能做什么？”。

新媒体时代下，人们在这样的传媒世界

里体验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存在方式，世界也

通过传媒缓缓地自我呈现出其内在的丰富多

样性；同时，网络、手机等新媒体对我们来

说又是如此熟悉，如此不可或缺，它就像是

水或空气那样无所不在却又大隐于市。我们

甚至可以大胆地预言：人文社会科学在20世

纪经历了解释学转向、语言学转向之后，在

新媒体时代即将迎来一次新的转向，即“传

媒学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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